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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產學合作是國家創新系統的重要環結，對於科技資源有限的台灣，更須重視產學合作關

係。近年開放式創新概念的興起，產學研發合作成為企業從外部取得科技資源的重要發展策略。

然而，產學研發合作的成效仍被普遍認為尚存改善空間，故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建構一個解釋

台灣產學研發合作能力模式，期使藉由合作能力的建立，促成產學研發合作的行為。本研究主

要採取兩階段方法，首先以問卷調查方法探討何種企業特徵具有較高產學研發合作的傾向，其

次以企業深度訪談方法探討為何具備這些特徵的企業具有較高傾向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本研究

結果顯示科技企業、規模較大企業、研發能量較大企業有較高傾向進行產學研發合作，而其主

要原因在於這類型企業較有機會具備辨識環境需求能力、建立社群網絡關係能力、吸收學界資

源能力、溝通協調能力，亦即當企業具足此四項能力時，企業在面對動態環境變化下，較傾向

採取產學研發合作加以因應，將學界資源轉化為企業競爭優勢。本研究結果在學理上提供一個

解釋企業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途徑，在實務上本研究所建構的四項能力，則可提供企業建立產

學研發合作管理制度的參考依據，使企業可以有效應用學界資源。 

 

關鍵詞：產學合作、研發合作、合作行為、動態能力 

 

Abstract: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s are regarded as a key component for developing 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aiwan, which has limited resources, should place more emphasi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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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tering such collaborations.  This has also become a critical strategy for companies to obtain 

technology resources externally with the emergence of open innovation concepts.  However, it is 

believed there is further scope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a model that explains the capabilities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 Taiwan.  Firms can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capabilities.  The research process was undertaken in two 

stages.  First, a survey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explore firms’ characteristics that determine their 

motivation toward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on R&D.  In addition,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illustrate the reasons for undertaking collaboration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firms with 

high technology, that are large in size, and have high demand in terms of R&D capacity are more 

willing to enter into such collaborations on R&D.  These firms are also inclined to have four types of 

abilities: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environmental demand, to form social networks, to absorb academic 

resources, and to communicate and coordinate effectively. Endowed with these four capabilities, these 

firms are shown to have high motivation to undertake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s on R&D in 

order to deal with dynamic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Collaborations are also considered beneficial 

for transforming academic resources into competitive corporate advantag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contributed to extend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llaborative capabilities between 

industri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providing explanations for their behaviors.  In terms of business 

implications, the four capabilities identified can serve as guidelines for firms to manage their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s on R&D and to use academic resources in an effective manner. 

 

Keywords: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R&D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ve Behavior, Dynamic 

Capability 

1. 前言 

企業面對競爭激烈且變化快速的環境，不斷創新成為知識經濟時代產業競爭的基本要件，

且為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創新科技為企業帶來嶄新的產品或服務，並且創造出新的價值。對

於企業創新科技取得之管道，除了自行研發外，對外尋求資源已逐漸成為必要的策略，因而促

使企業採取研發外包的發展策略。此外，開放式創新概念的興起，更增加企業從外部取得科技

資源的作法，而其技術取得對象朝向學界發展趨勢。產學研發合作於是成為學界與業界在研發

上重要的銜接橋樑。藉由產學合作，將學界在紮實基礎下所研發出具有前瞻性的科技及知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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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業界是國家創新系統的關鍵環節 (Nelson, 1993)。 

然而，產學研發合作仍被普遍認為尚存改善空間，許多學者指出學界協助業界發展產業技

術，合作上存在著許多困難。業界希望藉由商品化的研究來獲得快速的利益，而學界則趨近於

以基礎研究來加強知識，雙方各朝有利於自己的方向運作，致使產學研發合作的效益不如預期。

如 Handscombe and Patterson (2000) 認為學界所著重的方向在於學術貢獻及低市場取向，而業界

則希望能在短時間內求取高技術及高市場機會的產品。 

產學研發合作的改善已成為重要科技發展之政策趨勢。正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在

科學技術與產業展望中所提出，當檢視國家創新系統出現系統本身無法有效率運作時，政府政

策的協助是必要的手段。以台灣為例，政府以業界先期授權金、業界配合款、補助學校設立育

成中心、鼓勵學校成立技術移轉中心、將政府補助研發成果歸屬執行單位等來促成產學研發合

作。產學合作研發政策在於促成有效的產學研發合作，期使學界可以對產業創新扮演帶動產業

競爭優勢的重要角色。 

由於國內學界相較於業界擁有充沛的高級科技人力，且累積豐富的研發能量，致使產學合

作為長期以來受到關注的議題，期能對於業界科技創新有所助益。然而，普遍認為仍有很大的

改善空間，具體以學界研發經費來自業界為例，年平均不及 6% (國科會，民 98) 可以顯見。而

相關研究 (吳豐祥、李秋偉，民 93 年；許瓊文等，民 93；劉瑞華等，民 92) 指出國內產學合作

面臨一些障礙與困難，包括：產學雙方目標與價值觀不同、產學合作成果難以衡量、學界不清

楚業界需求、業界認為學界商品化能力低等。基於產學合作對我國科技創新的重要性，政策促

成產學合作有其必要，故相關研究主要從政策角度加以探討，如鼓勵學界技術移轉、鼓勵學界

取得專利以利授權業者、鼓勵學界成立育成中心或產學合作中心等，因而以學界供給面加以研

究為多，對於從業界需求面探討產學合作的研究相對地少。 

產學研發合作議題仍持續被認為是重要研究議題，從產學合作的動機、合作類型、合作理

論、政府政策、效益評估、影響因素、障礙或誘因等加以探討 (Bekkers and Bodas Freitas, 2008; 

Santoro and Chakrabarti, 2002)，然而對產學研發合作驅動因素的探討較少  (Veugelers and 

Cassiman, 2005)，從企業觀點若產學研發合作不能有助於企業經營，將不易啟動產學研發合作的

行為。因此若能瞭解影響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因素或情境，進而藉由改變或建立產學研發合作

行為的因素或情境，將可促成產學研發合作。因而從企業觀點解釋產學研發合作行為成為改善

產學研發合作效益的首要議題。 

故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建構一個解釋台灣產學研發合作能力模式，期使藉由合作能力的建

立，促成產學研發合作的行為。本研究主要採取兩階段方法，首先以問卷調查方法探討何種企

業特徵具有較高產學研發合作的傾向，其次以企業深度訪談方法探討為何具備這些特徵的企業

具有較高傾向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本文主要架構：首先回顧產學合作與動態能力相關文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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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企業進行產學研發合作的分析架構與實證方法，接著分析實證結果，最後為結論與建議。 

2. 產學合作與動態能力相關文獻回顧 

本節首先回顧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相關文獻，目的在於瞭解進行產學研發合作的企業特

徵，以及企業採行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以作為問卷設計的依據。其次本研究擬以動態能力觀點

來探討企業進行產學研發合作行為之理論基礎，因而在此部份將透過相關文獻探討動態能力構

成要素。 

2.1 企業特徵與產學研發合作行為 

知識與技術創造過程已是許多相關文獻之核心議題，知識與能力是競爭優勢的來源(Barney, 

1991; Wernerfelt, 1984)。隨著創新技術的需求加速，企業技術取得方式呈現多元化的發展。

Chandler (1977) 研究美國企業發展歷史，指出大企業的成長與組織發展，使得企業內部的活動

不斷增加以及複雜化，因此許多大企業內部的創新活動與功能逐漸提高。Mowery (1983) 也發現

企業內部研發之發展，企業以契約方式從獨立研究機構獲得技術，兩者之間形成互補的關係。

許多學者進一步發現企業科技來源包括了學界 (Osborn and Hagedoorn, 1997; Frye, 1993)。 

Hagedoorn et al. (2000) 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規模和研發導向有利於產學研發合作關係的建

立，Mohnen and Hoareau (2003) 並沒有發現研發密集度與產學研發合作之間有著顯著的關係，

但發現企業規模、政府支持、專利及科技產業對解釋產學研發合作關係的建立具有正向的貢獻

度。Capron and Cincera (2003) 證實企業規模及政府支持對產學研發合作關係的建立具有顯著的

驅動力。另外，就企業規模而言，基於研發需要大量資金，中小企業因資源有限，傾向使用學

界資源，使得中小企業對建立產學合作關係有較高的可能性，此論點主要在於借助學校資源來

補企業研發資源之不足。部分學者指出產學合作關係的建立對於大型企業具有重要性 (Cohen et 

al., 2002; Schartinger et al., 2002)，較有意願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此外，部分學者研究發現，企業

投入較高的研發活動，較有意願建立產學研發合作的關係 (Cohen et al., 2002; Fontana et al., 

2006)。 

Rapport et al. (1999) 指出企業隨著產業科技特性的不同，對學界資源重視的程度亦有所不

同。Siegel et al. (2003) 提出不同的企業規模、創新程度、產業類別、技術類別等會影響各企業

將學界資源轉換成企業所需技術的能力，影響企業進行產學研發合作的意願。在產學合作的需

求上，以科學為基礎的廠商對於新技術的需求最迫切，因而此類廠商對於產學合作的需求最高，

較有意願建立產學研發合作的關係。部分學者也指出以科學為基礎的企業對產學合作較具重要

性，較會建立產學研發合作關係 (Meyer-Krahmer and Schmoch, 1998; Schartinger et al., 2002)。 

先前關於產學研發合作文獻實證研究顯示，企業規模與研發投入是產學研發合作的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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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例如從 Leiponen (2001) 實證中獲得企業規模與學界研發合作具有正相關的規模效果，同時，

研發能力與學界研發合作強度具有正向的關係。其他研究亦發現企業規模大小與研發導向的企

業，因可從研發合作中獲得益處，而具較強意願建立產學研發合作關係 (Colombo and Gerrone, 

1996; Hagedoorn et al., 2000; Kleinknecht and Van Reijnen, 1992)。Mohnen and Hoareau (2003) 發現

政府支援、科學基礎的產業對於解釋產學研發合作有正面的貢獻度。Capron and Cincera (2003) 

也證實企業規模與政府支援為企業與大學研發合作之顯著驅動因素。Veugelers and Cassiman 

(2005) 證實大型企業與公司在化工及醫療產業更容易積極參與產學合作。 

以上文獻顯示產業別、企業研發能量、企業規模、政府政策等因素與產學研發合作行為具

有相關性。 

產學合作方式至目前仍沒有統一的分類，Peters and Fusfeld (1982) 將產學合作方式分為正式

與非正式、長期合作與短期合作，以及簡單互動與複雜合作方式。OECD (1999) 則將 OECD 會

員國的產學合作方式分為七種：(1)一般性研究支援：業界以捐款、成立基金、捐助設備和其他

研究設施等方式協助學界進行各項研究；(2)非正式的合作研究：學界研究人員以未經學校簽約

管道，個別與業界進行合作；(3)契約型研究：業界為減輕研發投入的負擔，將部分研發活動以

契約方式委外進行；(4)知識移轉和訓練計畫：透過合作計畫，學界對業界提供研發意見，業界

對學界提供研發課題；(5)參與政府資助的共同研究計畫：政府資助產學研發合作以拓展產學關

係；(6)研發聯盟：業界、學界與研界形成研發團隊；(7)共同研究中心：在學界設立共同研究中

心以整合學校資源，強化大學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能力。 

產學研發合作方式是否會因企業所屬產業、企業研發能量、企業規模、技術領域等不同特

徵而有所不同，在產業別上，研究指出跨領域產業與化工產業，非正式的合作方式為其傾向採

取的產學合作方式 (Cohen et al., 2002; Meyer-Krahmer and Schmoch, 1998)。就醫藥產業而言，專

利授權為其傾向採取的合作方式 (Cohen et al., 2002)。在企業研發能量上，研發密集度高的企業

較傾向採取合作研究之產學研發合作關係 (Cohen et al., 2002; Schartinger et al., 2002)。在企業規

模上，大型企業較傾向採取知識移轉與研究支援方式之產學研發合作關係，而小企業則較傾向

採取合作研究與技術移轉方式之產學研發合作關係 (Santoro and Chakrabarti, 2002)。在技術領域

上，企業所需求之生技技術、工程技術、資訊技術等，其傾向採取合作研究之產學研發合作關

係 (Cohendet and Meyer-Krahmer, 2001; Cohendet and Steinmueller, 2000; Mertinelli et al., 2008; 

Meyer-Krahmer and Schmoch, 1998)。 

以上文獻顯示產業別、企業研發能量、企業規模、技術領域別等因素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

具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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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動態能力構成要素 

面對動態環境的變化，資源基礎理論無法解釋企業在動態環境下，如何獲取競爭優勢以及

為何有些企業仍具有持續競爭優勢。其主要在於企業面對快速變化的環境中，原專注於核心資

源造成僵化而成為阻礙企業調整其資源因應新的競爭環境 (Leonard-Barton, 1992)。因而學者進

一步擴大資源基礎的觀點到動態能力觀點，強調企業能力的關鍵角色為整合、建立與重建內部

與外部能力，以因應快速變化的環境 (Teece et al., 1997)。由此觀點認為企業必須具有改變自己

能力的能力，以因應快速環境變化的能力。 

企業動態能力包括有形與無形資產，以及確認新機會所需要的知識與流程並依據環境變化

配置資源組合之能力 (Helfat, 1997; Teece et al., 1997; Zahra and Georage, 2002)。雖然動態能力的

概念受到關注且許多學者加以探討 (Danneels, 2002; 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 Winter, 2003)，

然而對於動態能力觀點的概念架構尚未建立其研究文獻 (Winter, 2003; Zahra et al., 2006)。但各

種有關動態能力的定義之修改或多或少與 Teece et al. (1997) 所發展的架構接近。 

隨著動態能力理論的成熟，動態能力的構成要素也較趨向一致的看法。Wang and Ahmed 

(2007) 提出三種組成因素：取得外部知識的吸收能力、連結企業產品與市場的創新能力、以及

調適與協調資源的適應能力。而近期 Teece (2007) 重新將企業主要動態能力群組為三類：辨識

能力 (sensing)、掌握能力 (seizing)、和整合能力 (reconfiguration)。認為動態能力是透過組織學

習以辨識外部環境的機會以及評估風險，並且在不斷變動的環境中掌握技術與機會，進行有形

與無形資產的整合以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動。企業建立動態能力時，也必須考慮如何將外部資源

與知識轉變為公司所能掌握的獨特能力與競爭優勢，此與企業的吸收能力有關 (Santoro and 

Chakrabarti, 2002)。當企業具備更高的吸收能力時，便可在更短的時間內進行外部知識的吸收，

也可吸取更廣泛、更深層次的外部知識。基於企業為因應市場需求而發展新技術及新產品，因

而需具備技術整合能力。因而動態能力可以被視為一項瞭解企業競爭優勢來源的方法。 

企業為因應外在環境變化，需具備建立從外部獲取資源，透過組織學習，整合內外部資源，

轉化為企業競爭優勢能力，而 Teece (2007) 亦提出學界是企業外部研發資源之一。故本文認為

從動態能力觀點，可以了解企業是否有能力辨識環境需求以至轉化產學合作研發成果為企業所

需利益之過程，也就是說，動態能力理論可以用來解釋企業從事產學研發合作的行為。 

3. 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於建構一個可以解釋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模式。由前節文獻顯示企業特徵與

產學研發合作行為之間具有相關性，企業特徵會影響其是否進行產學研發合作以及其採取的合

作方式，而之所以企業特徵不同會影響其產學研發合作行為，本研究認為其係因具備不同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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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能力之關係。故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包括企業特徵、產學研發合作行為、動態能力等

三部份，茲就此三部份說明如下。 

3.1 企業特徵 

由第 2.1 節文獻探討中得知，產業別、企業研發能量、企業規模、政府政策等因素與產學研

發合作行為具有相關性，而政府政策係屬於合作關係的外生變項，故本研究不擬納入討論，僅

以產業別、企業研發能量、企業規模等特徵作為企業是否進行產學研發合作的驗證變項。此外，

產業別、企業研發能量、企業規模、技術領域別等因素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具有相關性，而技

術領域別與產業別性質具有重疊性，如積體電路產業其技術領域別主要為積體電路技術，故本

研究不擬納入討論，僅以產業別、企業研發能量、企業規模等特徵作為產學研發合作方式的驗

證變項。因而本研究以產業別、企業研發能量、企業規模作為企業特徵的驗證變項。 

3.2 產學研發合作行為 

由第 2.1 節文獻探討中得知，企業進行產學研發合作行為包括二個決策問題，首先為是否有

意願進行產學研發合作，其次為選擇何種產學研發合作方式加以進行。因而本研究以是否進行

產學研發合作以及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作為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驗證變項。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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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動態能力 

由第 2.2 節動態能力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認為產學研發合作行為受到企業合作需求及將學

界資源轉化為商品化效益之因素影響，而由動態能力觀點可發現企業為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尋

求外部資源並整合至內部資源，以低成本及不斷創新來達到競爭優勢為重要策略，而學界是其

重要的外部資源之一，如 Osborn and Hagedoorn (1997) 提出產學合作比起企業間的聯盟具有較

低的交易成本與低風險 (Frye, 1993)。故本研究以產學研發合作過程，將企業進行的合作分為四

個階段，包括需求產生、關係存在、吸收資源以及溝通協調。茲就此四項能力說明如下。 

(1) 辨識環境需求能力 

Teece (2007) 所提的辨識能力 (sensing) 能力，係指企業注意外部的環境變化的能力，企業

通常利用策略規劃工具而分析企業外部環境機會與威脅，透過有系統的資料搜集、分析，以掌

握環境變化。在資料收集上包括重要報導、國內外展示會、競爭者分析或供應商的要求等。而

在企業內部而言，則透過內部會議討論、同期比較營收與成本，以發現是否存在重大成長或衰

退等重要訊息。由於知識經濟發展，企業所屬的環境變化遠較過去變化大，當企業擁有辨識環

境變化能力強時，進而會發現環境的機會或威脅，對於掌握機會或克服威脅，往往需要額外或

不同於企業內部資源來加以因應，因而尋求外部資源成為重要發展趨勢。簡言之，企業面對不

同程度的環境變化，企業具備辨識環境變化並以外部資源加以因應需求之能力，此能力愈強，

則愈傾向進行產學研發合作。若企業在此辨識能力較弱或不具備，如認為在穩定的發展環境或

不知道外部資源對企業有何益處，則不會產生對學界資源的需求，自然就不傾向進行產學研發

合作行為。 

(2) 建立社群網絡關係能力 

Blyler and Coff (2003) 提出建立社會資本的網絡關係能力，可協助企業取得資源、整合與重

組資源及釋放資源。而 Mody (1993) 指出合作所形成的網絡關係可使企業得到競爭能力，並基

於合作雙方的互信基礎，可獲取企業所需的互補或重要資源 (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企業

擁有愈強的社群網關係能力，愈能強化其競爭能力。基於產學研發合作著重於雙方的信任，且

與學校合作乃是業界較高層級的決策問題，因此企業高階主管充份瞭解學校的能力或者高層有

熟識學校或教授，將有助於企業進行產學研發合作行為。企業通常藉由員工校友、學校徵才、

參加政府補助策略聯盟等方式強化其社群網絡關係能力。此外，企業透過參加學校研討會，或

閱讀學校發表的期刊或報導以瞭解學校的能量，並提高與學校的關係能力。當企業出現對學界

的需求時，若企業具備此關係能力，可有助於企業進行產學研發合作以取得學界資源。此外，

當企業具備關係能力強時，亦可能在企業尚未出現需求時，而進行產學研發合作，創造企業未

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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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吸收學界資源能力 

Cohen and Levinthal (1990) 認為吸收能力是企業評估、取得、整合，以及應用外部知識的

能力。當企業具備更高的吸收能力時，便可在更短的時間內進行外部知識的吸收，也可吸取更

廣泛、更深層次的外部知識。業界進行產學研發合作在於對企業產生助益或滿足其需求，而學

界研發屬上游學理階段，對於業界商品化知識不足，較不易往技術發展階段投入，而商品化階

段主要需配合企業現有產品、製程或通路等因素，因此企業為能將學校研發成果轉化為企業用

途，相關研發人力的投入與配合是重要考量，使其具備高的吸收能力。即使對於跨入新領域的

企業，對於相關技術能力缺乏，仍應投入人力，將成果導入企業用途。簡言之，產學研發合作

對業者而言，學界是外部資源，業者內部需有投入相關人力與資源，提升其吸收能力，將外部

資源轉化為企業用途。故企業具備吸收能力愈強，愈可從產學研發合作中獲益，進而可持續雙

方的合作。 

(4) 溝通協調能力 

Pavlou (2004) 認為溝通協調的整合能力為企業因應快速環境變動下，藉由各種不同知識的

投入，以轉化與重新組合、創造價值的能力，此能力包含協調與整合。學界著重理論，企業著

重實際商品化，溝通可讓雙方在合作上產生互動與連接的機會。溝通協調分為四個階段：1)合作

意願確認：包括企業對學校的要求、學校清楚業界的目標等；2)合作確定：產學雙方依據擬合作

項目具體以文件簽定，以確保雙方合作之具體內容，尤其是雙方的權利與義務。3)合作過程討論：

基於學校研究結果主要為業界使用，並由業界加以轉化成企業商品化或用途，而基於產學雙方

在合作項目上本是屬於上游學術性與下游的商業化，故兩者於執行過程中應進行討論，必要時

修改或調整。4)合作的結束：當產學合作計畫結束，企業應承接後續，使產學合作得以產生效益。

故企業具備與學界溝通協調能力愈強，愈使產學雙方合作順暢，進而可持續雙方的合作。 

4. 實證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解釋產學研發合作行為，採取兩階段研究方法，第一階段以問卷實證

方法探討進行產學研發合作的企業特徵，並於第 2.1 節中說明擬以產業別、企業研發能量、企業

規模作為是否進行產學研發合作以及企業選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之企業特徵的驗證變項。第二

階段以企業深度訪談方法探討為何這些特徵企業會採取產學研發合作，並觀察企業是否具備辨

識環境需求能力、建立社群網絡關係能力、吸收學界資源能力、溝通協調能力等四項能力，以

及是否影響企業產學研發合作的行為。茲就此兩階段的做法說明如下： 

(1) 問卷調查 

本研究問卷設計主要分析兩個問題，首先是瞭解企業是否進行產學研發合作，其次對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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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研發合作企業，瞭解其採用產學研發合作的方式。本研究所涵蓋之四個評量構面，其操作

性定義為：1)產業別：以企業所屬之產業加以劃分為塑膠、金屬製品、機械設備、電子零件、光

電、電腦週邊、積體電路、通訊、精密機械、生技等產業；2)企業研發能量：採用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 (OECD) 的劃分標準，以研發經費占營業額的比重，不滿 1%為低科技企業、1%~2% (不

滿)為中低科技企業、2%~5% (不滿) 為中高科技企業、5%以上為高科技企業的標準；3)企業規

模：依據經濟部統計處對企業規模的分類進行劃分，員工人數達 200 人以上之企業為大型企業，

員工人數 100 人至未滿 200 人之企業為中型企業，員工人數未滿 100 人之企業為小型企業；4)

產學研發合作方式：由第 2.1 節文獻探討分為六種方式，(a)非正式的合作研究，係指個人未經校

方簽約管道與企業進行研發合作；(b)一般性研究資助，係指企業捐款、成立基金、捐贈設備及

其他研究設備等；(c)與學界簽定契約型合作研究；(c)知識移轉與訓練計畫，係指大學院校教授

擔任企業的顧問、委託訓練、共同指導研究生等；(d)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究計畫；(e)進入學

校育成中心及技術移轉等，包括進入學校的育成中心、技術移轉、與學界成立研發聯盟、與學

界成立共同研究中心等。 

此外，問卷於企業基本資料部分，包括填答公司所屬產業、公司研發經費占營業額百分比、

公司員工人數等項目，並要求企業即使在過去五年中未曾進行產學研發合作亦需將問卷寄回。 

本研究寄送對象：1)科學園區 (竹科、中科及南科) 及工業區 (含全國共 107 個工業區1) 者；

2)鄰近 10 公里內設有大專院校者；3)產業別之抽樣原則，對符合上述原則之廠商進行亂數表抽

樣。總計寄出 2,000 家，退件 94 份，回收 206 份，經剔除問項填寫不清楚者，有效問卷回收共

計 202 份，有效回收率為 10.6%。而本研究以統計軟體 SPSS 12.0 進行資料檢定與分析。 

(2) 企業深度訪談 

本研究主要篩選五家企業進行訪談，含括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大企業與小企業，以及有

進行產學研發合作與沒有進行產學研發合作等企業，並以高階決策者為訪談對象。主要訪談內

容係以企業從思考產學研發合作之需求到合作結束，整個生命週期過程及理由，包括企業進行

產學研發合作的動機與需求、選擇學界合作對象與理由、採取合作方式與理由、合作進行過程、

合作預期與結果等。本文以企業訪談瞭解企業進行產學研發合作行為是否與辨識環境需求能

力、建立社群網絡關係能力、吸收學界資源能力以及溝通協調能力有直接關聯。 

5. 實證結果分析 

5.1 第一階段問卷實證結果 

本研究第一階段的問卷實證主要在於驗證企業具備何種特徵會較傾向進行產學研發合作以

                                                 
1  107 個工業區中，於經濟部工業局網站上查有資料者為 65 個，無資料者為 4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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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採取何種合作方式，其實證結果說明如下： 

(1) 進行產學研發合作的企業特徵 

本研究問卷回收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由產業別統計檢定結果顯示產業別與企業是否

進行產學研發合作之間存在著相關性，其中，科技產業具較高傾向進行產學研發合作。同時亦

可得知，以光電業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比例為最高，占 54.6%，其次為積體電路業 42.9%，最低為

金屬製品業 25.0%。 

如表 1 檢定結果可知，企業研發能量與企業是否進行產學研發合作之間存在著相關性。同

時發現中高科技企業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比例為最高，占 58.3%，其次為高科技企業 55.4%，此結

果顯示企業投入研發越多，進行產學研發合作之機會越多的現象。 

由表 1 企業規模的統計檢定結果得知，企業規模與企業是否進行產學研發合作之間存在著

相關性。且中型企業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比例為最高占 59.4%，中型規模企業及大型規模企業相對

於小型企業有較高產學研發合作關係。 

整體而言，產學研發合作的企業特徵，由表 1 分析結果顯示出科技產業及企業研發能量高

的企業具有較大比例的產學研發合作現象，在企業規模達到如中型企業後，即具有較大比例的

產學研發合作現象。本實證結果與先前研究結果一致 (Capron and Cincera, 2003; Cohen et al., 

2002; Fontana et al., 2006; Hagedoorn et al., 2000)。 

 

表 1  過去五年企業有無產學研發合作的敘述統計表 

                產學研發合作 
企業特徵 

有產學 無產學 總計 
樣本數/百分比 樣本數/百分比 樣本數/百分比 

產業別 塑膠業 8(25.0%) 24(75.0%) 32(100%) 
金屬製品業 9(20.5%) 35(79.5%) 44(100%) 
電子零件業 10(29.4%) 24(70.6%) 34(100%) 
光電業 18(54.6%) 15(45.4%) 33(100%) 
積體電路業 6(42.9%) 8(57.1%) 14(100%) 
其它 25(55.6%) 20(44.4%) 45(100%) 
檢定 2 =19.032  =0.05  d.f.=5  p-value=0.002 

企業研發能量 低科技企業 7(10.6%) 59(89.4%) 66(100%) 
中低科技企業 4(20.0%) 16(80.0%) 20(100%) 
中高科技企業 35(58.3%) 25(41.7%) 60(100%) 
高科技企業 31(55.4%) 25(44.6%) 56(100%) 
檢定* 2 =37.995  =0.05  d.f.=3  p-value<0.001 

企業規模 小型企業 25(23.4%) 82(76.6%) 107(100%) 
中型企業 19(59.4%) 13(40.6%) 32(100%) 
大型企業 33(52.4%) 30(47.6%) 63(100%) 
檢定 2=21.437  =0.05  d.f.=2  p-valu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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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特徵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 

1) 產業別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 

對於產業別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的關係，本研究預期不同產業別會採取不同的產學研發合

作方式，故本研究假設產業別與合作方式有相關性。經由列聯表分析，統計檢定結果得知，卡

方檢定值為 120.675，自由度為 25，p-value<0.001，小於顯著水準 (α=0.05)，符合本研究假設，

即產業別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之間存在著相關性，而其列聯係數為 0.405。此實證結果得知，企

業在建立產學研發合作關係時受到其產業別影響。 

由表 2 得知，塑膠業所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以「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發計畫」為最高，

占 38.6%，其次為「進入學界育成中心及技術轉移等」，占 27.7%。金屬製品業所進行產學研發

合作方式以「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發計畫」為最高，約占 48.6%，其次為「與學界簽定契約型

合作研究」，占 27.8%。電子零件業所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以「與學界簽定契約型合作研究」

為最高，占 28.9%，其次為「知識移轉與訓練計畫」及「進入學界育成中心及技術轉移等」各占

15.8%。光電業所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以「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發計畫」及「與學界簽定契

約型合作研究」為最高，各占 39.4%。積體電路業所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以「參與政府補助的

共同研發計畫」為最高，占 33.3%，其次為「知識移轉與訓練計畫」，占 29.8%。其他業(包括機

械設備、電腦週邊、精密機械、通訊、生技等) 所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以「參與政府補助的共

同研發計畫」為最高，占 33.0%，其次為「與學界簽定契約型合作研究」，占 23.2%。綜合結果

顯示各產業所採用產學研發合作方法主要以「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發計畫」及「與學界簽定

契約型合作研究」二者為主。 

2) 企業研發能量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 

對於企業研發能量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的關係，本研究預期不同企業研發能量會採取不同

的產學研發合作方式，故本研究假設企業研發能量與合作方式有相關性。經由列聯表分析，統

計檢定結果得知，卡方檢定值為 59.216，自由度為 15，其 p-value<0.001，小於顯著水準 (α=0.05)，

故符合本研究假設，即企業研發能量大小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存在著相關性，而其列聯係數為

0.300。此實證結果得知，企業在建立產學研發合作關係時受到其研發能量大小影響。 

由表 3 得知，低科技企業所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以「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發計畫」為

最高，占 52.2%，其次為「與學界簽定契約型合作研究」，占 23.9%。中低科技企業所進行產學

研發合作方式以「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發計畫」為最高，占 57.1%，其次為「與學界簽定契約

型合作研究」，占 37.1%。中高科技企業所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以「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發

計畫」為最高，占 29.4%，其次為「與學界簽定契約型合作研究」，占 25.8%。高科技企業所進

行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以「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發計畫」為最高，占 35.8%，其次為「與學界簽

定契約型合作研究」，占 31.8%。綜合結果顯示，不論企業研發能量大小，以「參與政府補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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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產業別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交叉表 

產業別 塑膠業 
金屬製

品業 
電子零

件業 
光電業

積體電

路業 
其他業 總計 

產學研發合作方式    

 非正式合作 個數 5 3 10 4 1 32 55 
產業% 6.0 4.2 13.2 1.9 1.8 15.8 7.8 
方法% 9.1 5.5 18.2 7.3 1.8 58.2 100 

一般性研究資助 個數 0 2 9 0 4 8 23 
產業% 0.0 2.8 11.8 0.0 7.0 3.9 3.3 
方法% 0.0 8.7 39.1 0.0 17.4 34.8 100 

合作研究合約 個數 19 20 22 84 12 47 204 
產業% 22.9 27.8 28.9 39.4 21.1 23.2 29.0 
方法% 9.3 9.8 10.8 41.2 5.9 23.0 100 

知識移轉與訓練

計畫 

個數 4 1 12 16 17 18 68 
產業% 4.8 1.4 15.8 7.5 29.8 8.9 9.7 
方法% 5.9 1.5 17.6 23.5 25.0 26.5 100 

政府補助研究計

畫 

個數 32 35 11 84 19 67 248 
產業% 38.6 48.6 14.5 39.4 33.3 33.0 35.2 
方法% 12.9 14.1 4.4 33.9 7.7 27.0 100 

育成中心及技術

移轉等 

個數 23 11 12 25 4 31 106 

產業% 27.7 15.3 15.8 11.7 7.0 15.3 15.1 
方法% 21.7 10.4 11.3 23.6 3.8 29.2 100 

總      計 個數* 83 72 76 213 57 203 704 
產業%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方法% 11.8 10.2 10.8 30.3 8.1 28.8 100 

*：個數係指企業曾採用的產學研發合作方式，而有些企業採用的合作方式超過一種方式以上，故總個數

超過 202 家的樣本公司數。 

 

共同研發計畫」為主要，低科技企業及中低科技企業比例超過 50%。而中高科技企業在產學研

發合作關係上較為多元，高科技企業除了「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發計畫」外，以「與學界簽

定契約型合作研究」為主。 

3) 企業規模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 

對於企業規模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的關係，本研究預期不同企業規模會採取不同的產學研

發合作方式，故本研究假設企業規模與合作方式有相關性。經由列聯表分析，統計檢定結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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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企業研發能量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交叉表 

企業研發能量 
低科技 
企業 

中低科技

企業 
中高科技

企業 
高科技 
企業 

總計 

產學研發合作方式 

 非正式合作 個數 3 0 42 10 55 
能量% 6.5 0.0 14.0 3.1 7.8 
方法% 5.5 0.0 76.4 18.2 100 

一般性研究資助 個數 4 2 5 12 23 
能量% 8.7 5.7 1.7 3.7 3.3 
方法% 17.4 8.7 21.7 52.2 100 

合作研究合約 個數 11 13 77 103 204 
能量% 23.9 37.1 25.8 31.8 29.0 
方法% 5.4 6.4 37.7 50.5 100 

知識移轉與訓練計畫 個數 2 0 27 39 68 
能量% 4.3 0.0 9.0 12.0 9.7 
方法% 2.9 0.0 39.7 57.4 100 

政府補助研究計畫 個數 24 20 88 116 248 
能量% 52.2 57.1 29.4 35.8 35.2 
方法% 9.7 8.1 35.5 46.8 100 

育成中心及技術移轉等 個數 2 0 60 44 106 
能量% 4.3 0.0 20.1 13.6 15.1 
方法% 1.9 0.0 56.6 41.5 100 

總         計 個數* 46 35 299 324 704 
能量% 100 100 100 100 100 
方法% 6.5 5.0 42.5 46.0 100 

*：個數係指企業曾採用的產學研發合作方式，而有些企業採用的合作方式超過一種方式以上，故總個數

超過 202 家的樣本公司數。 

 

知，卡方檢定值為 70.892，自由度為 10，其 p-value<0.001，小於顯著水準 (α=0.05)，故符合本

研究假設，即企業規模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存在著相關性，而其列聯係數為 0.313。此實證結果

得知，企業在建立產學研發合作關係時受到其企業規模大小影響。 

由表 4 得知，小型企業所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以「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發計畫」為最

高，占 50.5%，其次為「與學界簽定契約型合作研究」，占 17.3%，「進入學界育成中心及技術轉

移等」占 12.1%、「非正式合作研究」占 10.7%，結果顯示小型企業使用多元合作方式。中型企

業所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以「進入學校育成中心及技術轉移等」為最高，占 28.7%，其次為「與

學界簽定契約型合作研究」，占 25.2%。大型企業所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以「與學界簽定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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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企業規模與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交叉表 

企業規模 小型企業 中型企業 大型企業 總計 

產學研發合作方式 

 非正式合作 個數 23 9 23 55 
規模% 10.7 6.3 6.6 7.8 
方法% 41.8 16.4 41.8 100 

一般性研究資助 個數 5 2 16 23 
規模% 2.3 1.4 4.6 3.3 
方法% 21.7 8.7 69.6 100 

合作研究合約 個數 37 36 131 204 
規模% 17.3 25.2 37.8 29.0 
方法% 18.1 17.6 64.2 100 

知識移轉與訓練計畫 個數 15 21 32 68 
規模% 7.0 14.7 9.2 9.7 
方法% 22.1 30.9 47.1 100 

政府補助研究計畫 個數 108 34 106 248 
規模% 50.5 23.8 30.5 35.2 
方法% 43.5 13.7 42.7 100 

育成中心及技術移轉等 個數 26 41 39 106 
規模% 12.1 28.7 11.2 15.1 
方法% 24.5 38.7 36.8 100 

總          計 個數* 214 143 347 704 
規模% 100 100 100 100 
方法% 30.4 20.3 49.3 100 

*：個數係指企業曾採用的產學研發合作方式，而有些企業採用的合作方式超過一種方式以上，故總個數

超過 202 家的樣本公司數。 

 

型合作研究」為最高，占 37.8%，其次為「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發計畫」，占 30.5%。綜合結

果顯示各企業規模所採用產學研發合作方法主要以「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發計畫」、「與學界

簽定契約型合作研究」及「進入學校育成中心及技術移轉等」為主。 

由上述第一階段問卷驗證了企業特徵對於產業研發合作行為具有影響，對於科技產業、研

發能量較大、規模較大等特徵的企業，具有較大傾向進行產學研發合作，而在產學研發合作方

式上，除了「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研發計畫」外，以「與學界簽定契約型合作研究」以及「進

入學校育成中心及技術移轉等」為主要的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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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卷實證結果討論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探討企業是否進行產學研發合作以及其產業別、企業規模及研發能

量與其合作方式之間的關係。問卷結果顯示產業別、企業規模及研發能量與是否進行產學合作

具有相關性，實證調查也發現就國內科技產業、規模較大、研發能量較大之企業進行產學研發

合作的比例較高。此結果符合產學合作之性質，由於本問卷調查係從業者的觀點探討，對於進

行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企業而言，應存在對於學界資源的需求或者政府政策鼓勵。因而光電、

積體電路、通訊、精密機械、生物科技等科技產業，因其技術變化速度快，向大學尋求技術需

求高於塑膠、金屬製品、電子零件等成熟且技術變化較少的產業。也由於大學的學術發展較領

先產業技術，使得具有技術變化快的科技產業較有進行產學研發合作關係的傾向。 

問卷結果也顯示了企業投入研發越多，進行產學研發合作之機會越多的現象。亦即，研發

能量較小企業相對於研發能量較大企業投入研發較少，相對而言將學界研發吸收轉化為商品化

的能力較弱，進而缺乏建立產學研發合作關係的動機。相對於研發能量較大企業而言，企業內

部擁有執行科技發展的專家與科技能力，因而較具有將學界研發吸收轉化為商品化的能力，進

而從產學研發合作中獲得利益，故具有較高產學研發合作關係的傾向。同時，規模較大企業相

對於規模較小企業有較高產學研發合作關係，基於較大型企業而言具有較多資源，當其具有技

術需求或者處於技術變化快時，相對於較小型企業具有建立產學研發合作關係的傾向。小型企

業本身資源少，相對投入研發更少，若沒有外部補助更不易有資源來建立產學研發合作關係。 

此外，由產業別、研發能量、企業規模與合作方式之關係而言，以「參與政府補助的共同

研究計畫」及「與學界簽定契約型合作研究」為主要的方式。本問卷結果顯示政府是促成產學

研發合作最主要的推動者，尤其是以協助小型規模企業進行產學研發的現象，小型企業本身擁

有資源相對較少，當其具有技術需求，希望尋求學界的支援，能提供的資源仍非常有限，通常

較不會將資源配置於產學研發合作關係上，故需由政府政策協助小型企業從學界獲得資源，以

補足其不足之處。此現象由本實證結果也獲得證實，規模較小的企業進行產學研發合作的方式

主要是以參與政府補助研究計畫的方式。此外，規模較大或研發能量較高的企業所進行的產學

研合作方式除了參與政府補助研究計畫外，亦有較高比例在於與學界簽定合作研究計畫，顯示

這類型企業對於學界研發資源需求的存在。 

綜合以上問卷實證資料分析與討論，本研究認為科技產業面對科技需求變化快，轉而向學

界尋求技術的協助，因而進行產學研發合作。然企業本身所具備的能力不同，影響其是否採取

產學研發合作的行為。對於企業規模較大或研發能量較大的企業，因本身具有研發能力，透過

產學研發合作可以具有轉化為企業益處而相較於規模較小或研發能量較小企業有較高傾向進行

產學研發合作。故本研究將於第二階段深度訪談中瞭解企業因應外在環境變化能力與本身具備

能力對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影響，以完整解釋企業進行產學研發合作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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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第二階段企業深度訪談實證結果 

5.2.1 動態能力與產學研發合作行為 

本文提出的影響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四項能力，包括辨識環境需求能力、建立社群網絡關

係能力、吸收學界資源能力、溝通協調能力，本文透過企業實際案例說明其產學研發合作過程。

受訪五家企業分別：A 公司為機械設備業，企業規模小且研發能量小的傳統產業；B 公司為塑膠

業，企業規模大且研發能量大的傳統產業；C 公司為電機業，企業規模大且研發能量大的高科

技產業；D 公司為光電業，企業規模大且研發能量大的高科技產業；E 公司為電子業，企業規模

大且研發能量大的高科技產業。其中 E 公司五年內未進行產學研發合作，A 公司五年內曾進行

產學研發合作但因結果不符預期而目前不進行產學研發合作，其餘三家皆有進行產學研發合作

且目前仍進行中。以下就企業辨識環境需求能力、建立社群網絡關係能力、吸收學界資源能力、

溝通協調能力加以說明其與產業別、企業研發能量、企業規模、以及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關係。 

(1) 辨識環境需求能力 

A 公司為較小規模的傳統產業，認為其產品穩定、環境變化較小，而使得進行產學研發合

作的傾向低；相對於 B 公司為大規模的傳統產業而言，由於其透過了企業策略規劃分析，掌握

到傳統石化產品有漸漸被新環保科技取代的可能，而其客戶亦有環保意識出現的趨勢，因而擬

跨足至生化材料，以因應未來環境需求的變化。由於對欲跨足領域之相關知識在該公司幾乎沒

有，而希望透過學界來協助建立，故進行產學研發合作，與學校簽定合作研究計畫，並進入學

校育成中心。因此當企業辨識到環境變化及以學界資源加以因應之能力強，則較傾向進行產學

研發合作。 

C 公司為大規模的高科技產業，希望對於降低現有產品的生產成本以因應競爭環境，經過

企業內部工程部門分析產品製程，發現在現有的製程方式無法再降低成本，而認為必需從學理

基礎方面著手，C 公司認為學校可以解決此問題，而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此外，C 公司在內部定

期會議中，發現企業所處的環境成長具有局限性，而擬從現有產品線延展至相關的綠能產品以

因應環境變化，經過多年投入，客戶的接受度仍有些待克服的問題，而 C 公司年輕高階經理人

經常參加與該公司有關的學校成果發表會，注意到學界的某項技術可以搭配現有產品增加其客

戶的接受度，因而進行產學研發合作，與學校簽定合作研究計畫，並進入學校育成中心。 

D 公司為大規模的高科技產業，透過企業策略規劃、內部定期分析環境機會與威脅、對於

環境變化清楚掌握，並經過制度化的決策，對於因應環境變化中的新產品或新技術，經過分析

只要學界可以做的，則進行產學研發合作。E 公司同樣屬於大規模的高科技產業，但 E 公司認

為其處於代工環境，不需要先進的科技需求，而且也不清楚學校有何資源，因而沒有進行任何

產學研發合作行為。 

由於 B、C、D 等三家公司具備了辨識環境需求及以學界資源因應之能力，因而進行產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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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合作行為。對於 A 公司而言，由於其對於學校資源可以協助企業解決問題之辨識能力較低，

而要求學界做不能滿足其需求的項目，如商品化階段，以致於產學研發合作之後，未能達到其

預期效益，進而不傾向再進行產學研發合作。E 公司未具備辨識環境需求，而較不傾向進行產學

研發合作。 

(2) 建立社群網絡關係能力 

A 公司為研發能量小的傳統產業，其高階主管透過進修，與學校建立良好社群網絡關係，

並進行產學研發合作，與學校簽定合作研究計畫。但由於 A 公司研發能量小，公司本身研發能

力較弱，對於與學校合作研究計畫，要求達到符合其客戶需求的客製化商品，而學界提供的研

發成果無法滿足其期望，因而降低 A 公司之後進行產學研發合作的意願。 

B 公司為研發能量大的傳統產業，過去認為學界的研發工作偏重實驗階段，技術開發較屬

於前端研發，距離正式上市尚有一段距離，因此研發工作多與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合作。近年來，

B 公司注意到學界已開始留意到業界的需求，產學界雙方的合作型態有所轉變，經與現在合作

的大學交流過後，發現該校的研發與公司現正在進行的跨領域研發案方向接近，亦加上與該合

作計畫的教授為舊識，在絕對互信的條件下，促成了產學研發合作。B 公司曾認為學界的研究

發表多不切實際，因此很少參加學校所舉辦的成果發表會，經過與學校合作後，B 公司開始對

所有與公司研發方向相關的學界論文感興趣，並且主動收集，增加產學研發合作的機會。由 B

公司的實際案例顯示企業社群網絡關係的強化，可提高產學研發的合作。 

C 公司為研發能量大的高科技產業，目前進行的產學合作為燃料電池與玻璃相關兩方面，

由於現階段產業界尚未具備 C 公司所需要的技術，同時亦因此屬於基本學理層面的研究，C 公

司評估後認為適合由學界進行技術的突破，因此與學界建立產學合作關係。在挑選合作對象上，

C 公司以已於該方面累積相當研究成果的教授為主，延續其研究基礎，搭配公司的研究方向發

展。C 公司平日即會關心國內外學界發表之前端技術研究論文或專利，即使現階段的研發成果

距離商品市場化尚存一段距離，若評估市場時機成熟時，C 公司仍需要該項技術時，則會憑藉

此份論文或報告尋找產學研發合作對象。 

D 公司為研發能量大的高科技產業，由於公司研發項目多元，自公司成立以來，持續與學

界維持合作關係。除了建立產學合作機制外，同時進入育成中心學習課程，並參加研討會或是

其他相關會議以獲取新知。D 公司鼓勵公司同仁參與所有與公司研發相關的研討會、成果發表

會，結識學界教授、研究人員，希望藉由參與和公司成長相關之研討會或成果發表會等，多方

接觸外部資源，取得最新科技資訊，收集相關資料以備日後研發所需。 

E 公司為研發能量大的高科技產業，由於 E 公司未參與學校相關的研討會、成果發表會等

活動，亦很少與學校往來，因而未建立與學校社群網絡關係能力，致使 E 公司不清楚學校的能

量，即便有需求，也不知道透過何種管道與學校聯繫，雖然學校設有各種對外窗口，但基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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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對學校的不信任，E 公司不會透過正常管道與學校合作。 

由於 A、B、C、D 等四家公司具備了與學校社群網絡的關係能力，而進行產學研發合作行

為。對於 A 公司而言，由於具備前節的辨識能力較低，雖進行產學研發合作，後因未能達到其

預期效益，進而不傾向再進行產學研發合作。對於 E 公司而言，未建立與學校的任何關係，因

而沒有進行任何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由於 B、C、D 等三家公司具備與學校的社群網絡關係能力，

因而積極與學界進行產學研發合作，包括了進入學校育成中心、簽定合作研究計畫，以及爭取

政府補助產學研發合作計畫。 

(3) 吸收學界資源能力 

A 公司為企業規模小且研發能量小的傳統產業，在研發投資上投入有限，本身未具備將學

界成果轉化為企業客製化商品的吸收能力，導致 A 公司認為學界無法在預定時間與預算內將研

發工作轉化為商品化產品，就是失敗的研發工作，因而不傾向進行產學研發合作。 

B 公司為企業規模大且研發能量大的傳統產業，由於跨足至高科技領域，對於 B 公司而言，

在初期公司內部對於欲跨入的新領域，幾乎沒有相關的技術及人才，可說是缺乏吸收學界資源

能力，但因 B 公司規模較大，於財務方面佔優勢，進行產學研發合作時，即投入資金、人力、

空間與設備，而使得原先不具備的吸收能力逐漸建立起來。B 公司優先採取進入學校育成中心

以獲取學界的科技與人才，並與學校簽定合作研究計畫。 

C 公司為企業規模大且研發能量大的高科技產業，將基礎性的學理研究交由學校進行，而

公司在研發能量上有一定程度的投入，而具有吸收學界資源的能力。C 公司接受學界研發成果

至商品化所存在的距離，由於 C 公司本身擁有研發團隊，可以承接學界研發成果，繼續投入後

續研究工作，加上財務方面佔優勢，可以將學界資源轉化為商品化用途，因而進行產學研發合

作的傾向高。 

D 公司為企業規模大且研發能量大的高科技產業，本身擁有規模完整的研發團隊，與學校

合作關係密切，同時發展多元化，網羅多方人才，因此具備轉化學界研發成果為公司所需資源

的能力，具備將學界研發成果應用至公司產品上，因而進行產學研發合作的傾向高。 

由於 B、C、D 等三家公司具備了吸收學界資源的能力，充份由產學研發合作中獲益，因而

傾向進行產學研發合作。對於 A 公司而言，因規模較小且研發能量較低，未能於產學研發合作

中獲得效益，進而不傾向再進行產學研發合作。 

(4) 溝通協調能力 

A 公司為企業規模小且研發能量小的傳統產業，因為無法接受學界所定義的「突破技術瓶

頸即為研發工作一大進步」，希望學界的研發成果是成熟的商品，可以直接進入市場。由於雙方

未取得研發共識，A 公司認為產學研發合作的結果，公司沒有獲得實質利益，因而較不願意再

進行產學研發合作。A 公司的產學經驗可看出建立溝通協調能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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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司為企業規模大且研發能量大的傳統產業，認為促成產學合作成功的要素在於「主題、

能力、互信」，公司的主題選定明確，合作的學校具備完成的能力，加上雙方合作過程中的互動

與互信，產學合作成功率相對提高。而溝通是增加互信度與成功率的關鍵。B 公司的產學研發

合作以委託學校合作計畫案的方式進行，並進入學校育成中心，公司投入資金、人力、空間和

設備與學校進行合作，希望藉由與學界合作，補強業界技術不足之處並克服研發的盲點。對 B

公司而言，育成中心是一個很好的產學研發合作關係，產學雙方以育成中心為一常設的經常討

論與互動的場所。 

C 公司為企業規模大且研發能量大的高科技產業，認為產學研發合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是

溝通。若研發只從業界觀點考量，只會注重產品的應用層面，也就是應用別人的技術進行產品

開發，技術層面的含量較低。C 公司認為有一些技術的突破必須回到最基本的原點才能找出突

破關鍵，而此過程並非業界提出要求，學界即可完成業界需求，需要藉由產學雙方不斷地溝通

方能取得研發共識。合作過程中各階段雙方皆需進行溝通，且並非溝通一次即可達成共識，因

此需長久經營雙方的溝通關係與方式，良好且充分的溝通是提高產學研發合作成功率的一大關

鍵，因此，建構一個可充分溝通的環境於是顯得相當重要，育成中心即是一個獲得業界肯定的

溝通場所。 

D 公司為企業規模大且研發能量大的高科技產業，藉由雙方每一次溝通，逐漸獲得合作共

識。育成中心在此扮演的角色為員工於技術或是其他學術知識養成之媒介。除公司員工的知識

成長外，亦希望藉此獲得優秀人才。D 公司與學界的研發合作皆是在互信前提下進行。D 公司

產學合作的方式多元，包含一般性研究資助、合作研究合約、知識轉移與訓練計畫、政府補助

研究計畫、進入學校育成中心等方式。 

由於 B、C、D 等三家公司具備了溝通協調的能力，因而進行產學研發合作行為，並由產學

研發合作中獲取對企業有益之處。對於 A 公司而言，因規模較小且研發能量較小，並未建立溝

通協調的能力，致使未能於產學研發合作中獲得效益，進而不傾向再進行產學研發合作。對於 B、

C、D 等三家公司而言，由於企業規模較大且研發能量較大，並建立較強的溝通協調的能力，將

學界資源整合至企業用途並有助於企業競爭力，而較傾向進行產學研發合作。 

5.2.2 企業產學研發合作行為能力之比較 

本研究深度訪談了五家企業，其分別在四項能力及採取的合作方式，已說明於 5.2.1 節中，

本節將進一步比較五家企業、四項能力及合作方式之間的關係，如表 5 所示，當企業具有較強

的四項能力時，會進行產學研發合作，並以與學校簽定合作研究計畫、進入學校育成中心、以

及參與政府補助研發計畫等合作方式為主，例如 C、D 公司，其皆為科技企業、大規模企業、研

發能量大企業，其中參與政府補助研發計畫主要是政府若有推動且符合企業需求者，則優先採

取，若不符合需求，企業仍會以合作研究計畫及進入學校育成中心來加以進行產學研發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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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企業特徵、動態能力及產學研發合作方式之比較 

企業特徵 
動態能力 

產學研發合作方式 
辨識 
能力 

關係 
能力 

吸收 
能力 

溝通 
能力 

A 公司  傳統產業 
 研發能量小 
 企業規模小 

弱 強 無 無 

曾進行合作研究計畫，之

後不再進行產學研發合

作行為 

B 公司  傳統產業 
 研發能量大 
 企業規模大 

強 強 中 強 

進入學校育成中心、合作

研究計畫、參與政府補助

研發計畫 

C 公司  科技產業 
 研發能量大 
 企業規模大 

強 強 強 強 

合作研究計畫、進入學校

育成中心、參與政府補助

研發計畫 

D 公司  科技產業 
 研發能量大 
 企業規模大 

強 強 強 強 

合作研究計畫、進入學校

育成中心、參與政府補助

研發計畫 

E 公司  科技產業 
 研發能量大 
 企業規模大 

弱 無 不確定 不確定

未進行產學研發合作行

為 

註：本研究以強、中、弱、無、不確定等五種加以評等。 

 

而對於與學校合作領域之吸收能力屬於中等的企業，如 B 公司，其企業規模大且研發能量大，

因擬跨足的科技領域，初期吸收能力較弱，因此優先以進入學校育成中心為主要合作方式，並

輔以簽定合作研究計畫方式加以進行，同時，若能符合參與政府補助研發計畫亦積極參與。 

對於辨識環境需求能力較弱的企業，如 A 公司除了其認為所處環境變化不大，但希望增加

新產品開發，卻因為對於辨識學校資源能力較弱，以為學界應該要開發至商品化階段而由企業

直接生產，同時，在合作過程中，企業內部未投入相關人力與資源來吸收學界資源，並且未進

行產學雙方溝通與協調，以致於合作期間結束，對於學界所提交的成果不符預期，而之後不傾

向再進行產學研發行為。由此個案顯示對於辨識能力是產學研發合作的關鍵能力，由 E 公司個

案亦加以說明此關鍵能力，E 公司基於缺乏辨識學校資源能力，自然無從進行產學研發合作行

為。E 公司產生這種現象可以由其欠缺建立學校社群網絡關係能力有關，此外，因未進行產學研

發合作故在吸收能力及溝通協調能力，由訪談中無實證資料。 

由表 5 中可看出企業特徵與動態能力的可能關聯，由於 A 公司為傳統產業對於產學研發合

作需求較低，也顯示出較不具備動態能力，而 B 公司雖為傳統產業，因其具有轉型進入科技產

業領域而可歸屬於科技產業的範疇討論，此外，E 公司雖為科技產業，然其採取代工策略，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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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變化需求低，也顯示出較不具備動態能力。由 B、C 與 D 公司顯見，由於科技產業處於技

術變化較快，若其研發能量大時，其因應環境變化能力增強，因而具有較強的辨識能力，故科

技產業與研發能量較大企業較可能具備辨識能力。此外，由於產學研發合作主題在於科技，對

於研發規模較大或規模較大的企業通常會瞭解學校科技能力，因而較具備關係能力，故科研發

能量較大與規模較大企業較容易具備關係能力。當企業投入研發資源大或者規模較大可投入於

產學研發合作領域之資源多，因而具有較強的吸收能力，故研發能量大或企業規模大較可能具

備吸收能力。當企業規模較大或科技產業欲進行產學研發合作較可能透過有制度化方式進行，

因而具有較強的溝通能力，故企業規模較大或科技產業較可能具備溝通能力。 

由上述分析比較，本研究將辨識環境需求能力及建立社群網絡關係能力為企業產學研發合

作的外部能力，當企業具備此外部能力強時，是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關鍵啟動要因；而企業吸

收學界資源能力及溝通協調能力為企業產學研發合作的內部能力，當企業具備此內部能力強

時，是企業可以從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獲得預期效益，進而使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持續性，故為

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關鍵持續要因。 

6. 結論與建議 

鑑於企業經營環境變化，為持續強化其競爭優勢，尋求外部資源並整合至內部資源已成為

重要發展趨勢，而在知識經濟環境下，學界是科技的源頭，企業透過產學研發合作以獲取學界

資源，不但是重要發展趨勢，也是近年來開放式創新的基本精神，尤其是在科技發展快速、產

品生命週期短、研發成本高的趨勢下，企業更應採取產學研發合作以提升競爭優勢，而產學研

發合作也是國家創新系統的重要環節，藉由產學合作來強化學界科技資源，並轉化為經濟效益。 

為強化產學研發合作效益，本研究以動態能力觀點，建構解釋產學研發合作行為模式，當

企業具備辨識環境需求能力、建立社群網絡關係能力、吸收學界資源能力、溝通協調能力時，

企業在面對動態環境變化下，較傾向採取產學研發合作加以因應，將學界資源轉化為企業競爭

優勢。本研究經由實證獲得驗證，企業建立此四項能力可以促使企業從產學研發合作中獲取利

益，進而提高產學研發合作的效益。 

本研究建構促成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四項能力，此結果可提供企業作為建立產學研發合作

關係的參考依據。企業在此四項能力皆具備的情況下，企業採用產學研發合作的意願相對提高，

產學研發合作的成功率亦相對提高。因此，本研究的結果可作為研判企業進行產學研發合作行

為的參考指標，同時可以對產學研發合作產生的成效進行評估。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過程中難免不盡完備之處，包括回收問卷樣本分配不均，以致各

變項之間的關係無法利用更多的統計方式加以檢定，以及所進行的企業訪談雖挑選企業已含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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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大規模與小規模等特徵，但樣本數仍較不足，因此所提供的實證經驗較

為有限。 

建議未來研究者可以個案研究方法持續累積產學研發合作行為的實證經驗，透過實證經驗

的累積，使此四項能力具有更多的實例，並用以協助企業建構產學研發合作管理制度，例如企

業可透過成立專屬部門與學界合作，以培養企業的吸收能力，而實證案例可供其他企業作為參

考，用以相同方式建立或加強企業吸收學界資源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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